“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标准协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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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标准一致化，能够规范农业市场经济秩序，减少贸易技术壁垒和扩大出口，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中国与东盟农机贸易为例，阐述了农机贸易现状，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农业机械领域标准协同的主要问题和障碍，特别地以中越水稻插秧机进行了标准差异的对比。提出了利用已有平台框架协议并促成新的对话合作平台、不断提升中国农机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水平、通过构建标准协同模型来推动援外标准示范区建设、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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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s, the regul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economic order, the reduction of trade technical barriers and the expansion of exports are also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aking China and ASEA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rad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tus quo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rade,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obstacles of the standard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compares the standard differences with th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rice transplanter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make use of the existing platform framework agreement and promote a new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mpatibility level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build a standard collaborative mode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aid standard demonstration zones an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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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旨在借用历史符号，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 2]。“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努力成为世界规则和机制的倡导者、制定者的伟大尝试[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扩大农业对外产能合作，实现互联互通[4, 5]和更好的“走出去”带来了重大机遇[6]，但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挑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各个国家农业领域的标准差异。标准作为世界性的通用语言，能够推动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规范行业经济秩序和扩大出口的作用。但当前国际贸易中，标准成为一种新型贸易技术壁垒。为了减少贸易摩擦，打破贸易壁垒和扩大农业产能合作，就需要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标准一致化。
中国-东盟之间具有地缘优势，农业互补性强，东盟是中国农机出口的重要地区。中国加强与东盟国家在农业机械行业的产能合作与标准协同，有利于推进中国农业机械行业转型升级、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求；有利于提高东盟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利于保障多双边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多双边投资主体和合作方式的多元化。但近几年中国与东盟农机贸易因标准差异等问题，贸易额不断下降。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农机贸易现状和影响标准协同的主要问题，依托课题研究已有积累，结合标准比对为中国-东盟农机标准协同提出对策建议。
1 中国与东盟国家农机贸易现状
农业机械作为一种劳动工具，具有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和进行劳动替代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获得应用效益和实现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属性[7, 8]。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也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9-11]。东盟是中国农机出口，特别是收获机械出口的重要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机贸易合作主要以中小型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为主，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为辅，由原来单一的产品输出向配套服务体系输出转变。
1.1 农机贸易波动幅度较大
中国与东盟一直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随着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环北部经济圈、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多个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的不断形成，双边农业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12, 13]，农机产品贸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4]。中国农业机械行业经过“黄金十年”发展后，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中小型农机畅销东盟市场[15]。但是自“十三五”规划以来，中国农机工业受去库存压力、粮价下滑、国((升级为国(((、农机购置补贴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增速进一步下滑，收入和利润增速都呈现乏力态势。再则受近几年世界农机市场持续低迷、农机标准差异、用户购买能力和习惯的影响。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农机出口整体上呈下滑趋势（见图1）。
2013-2017年，中国对东盟农机出口额占中国全球农机出口额的比例从最高15.4%下降到14.3%，除2014年以外，中国农机出口东盟贸易额的增长率皆为负增长，尤其是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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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出口东盟农机贸易额比例趋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

1.2 农机贸易产品更加多样化
东盟国家农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双边农机技术合作提出了强烈的诉求，东盟国家使用中国农业技术最多的就是农业机械[16, 17]。近几年中国农业机械行业虽然增速放缓，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效果明显，表现如下：
（1）就产品结构来看，小麦收获机7kg/s以上喂入量机型代替2—3kg/s喂入量机型，四行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已成为主流机型，水稻收获机幅宽以2.5m以上为主。农副食品加工、粮食烘干和青贮饲料收获等机械增长较快。

（2）从产业升级来看，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提出的“低端转移、中端提升、高端突破”战略成效明显。表现为低端农机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很好的“走出去”；环保部关于国((升级为国(((政策实施，迫使农机企业主动进行自身产品的升级换代，推动农机行业技术进步和中端做强做好；高端农机产品也有所突破，特别是在大型拖拉机方面。
（3）就产品功率来看，以往中国农机出口以中小型为主，如今，行业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结构优化明显。大功率的产品逐渐代替原有的一些低端的小产品。制造能力的提升以装备升级为核心。产品升级的成绩突出体现在拖拉机功率段的不断增加和收获机械喂入量的快速提高。使得中国农机销售体系更加完善，能更好的满足东盟国家农机市场的多样性需求。
1.3贸易方式多元化和配套服务更加完善

在以往中国与东盟的农机贸易中，一般性贸易方式占绝对地位。近年来，世界农机市场持续低迷大环境下，中国农机企业为了更好的实现对外出口，在贸易方式上虽然仍然以一般贸易为主，但出现加工贸易、海关特殊监管和保税监管等方式并存的现象。这表明中国农机企业在竞争中不断适应市场，运用各种贸易方式增强自身竞争力。

中国农机企业出口东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主要表现为世界农机市场持续低迷，农机需求放缓；日本等国家的农机企业抢占东盟农机市场；东盟国家本土农机企业的发展，部分农机产品对外需求有所下降；标准差异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农机产品的市场准入限制。在这种压力下中国农机企业对东盟的出口，正在从以往单个产品的输出，向完备配套体系的输出方向转变。形成了市场可行性研究、农机知识普及、操作培训和售后维修完善的农机销售流程。代表性企业如Z企业自2011年进入印度尼西亚市场开始，注重自身农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和客户服务能力提升。Z企业海外市场团队会经常与用户交流，了解用户的产品购买偏好和使用习惯等。针对地区农业生产环境与用户使用习惯的差异，对产品细节问题进行调整。Z企业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万岛之国”的印尼全境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体系[18]，海外服务队员长期驻扎在属地进行服务，农忙季节为用户提供上门维修服务、“一对一”用户跟踪回访等贴心的“保姆式服务”。为中国农机企业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缓和农机销售颓势，更好的“走出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2 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业机械领域标准协同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2.1 主管机构众多，管理体制有较大差异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负责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拟定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战略、政策、规划、计划并指导实施，起草有关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规章并监督实施。农业机械相关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主要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农机标委会，SAC/TC 201）负责。全国农机标委会研究并提出农机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技术措施建议；按国家规定制定农业机械标准体系表，提出农业机械专业制定、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建议；组织农业机械专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复审工作；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3农林拖拉机和机械技术委员会对口技术业务等工作。
东盟十国中，有八个国家是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农机生产能力不足，农机产品对外依存度高[19]。由于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农产品结构和耕作习惯不同，决定了东盟国家间农业机械化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各自的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20]。如在越南，农机研发、培训和推广活动由越南农业工程和收获后技术研究所（VIEEP）负责[21]。国家标准化、计量、产品和货物质量等方面的管理工作是由越南标准和质量管理局（STAM EQ）负责。在泰国，研发、培训和推广活动由包括农业部在内的政府机构和有关高校进行，较大规模的农机制造商也参与其中。泰国国家的标准化组织是泰国工业产品标准局（TISI），TISI通过制定强制性和推荐性工业标准以适应泰国本国的经贸发展需要。在菲律宾，农业机械化发展计划署（AMDP）、农业机构间委员会（AMIC）、机械化发展中心、农业机械试验与评估中心（AMTEC）等机构以及菲律宾水稻研究所等科研院所负责农业机械化研发推广，部分大学也提供农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参与研发活动，农业和渔业工程部下属局级机构负责国家层面机械化的推广与活动。菲律宾产品标准局（BPS）负责制定菲律宾国家标准，促进标准化在各行业的推广，为企业提供认证服务，代表菲律宾政府参与各种区域性或国际性标准化组织并出席各种标准化活动等。马来西亚则将国际标准认同为国内标准，同样的，马来西亚合格评定程序也与国际标准接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农机研发及标准化负责部门众多，标准一致化工作对接难度大。并且各国标准负责机构各自秉承的原则，对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标规定和采标率也不尽相同。特别地东南亚国家民族众多，习俗不同，信仰各异，一些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也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市场准入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中。这就导致农机产品各项系数标准制定和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的差异。

2.2 标准体系不同
中国标准一致化工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不断发展完善，于2001年10月，成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农业机械领域，则委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领导和管理标准化工作。目前，在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中可查阅到中国农机国家标准共有681条，其中包括95条强制性国家标准和586条推荐性国家标准。农机标准覆盖范围较广，但标准本身质量不高，表现为标准陈旧，更新周期长，与现实脱节缺乏可操作性且与国际标准兼容水平低，对进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东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管理机构，成员国之间因农业经济与技术水平不一，对农机进口的规定存在差别。目前，多双边标准差异表现为，部分农业经济、技术水平差的东盟国家，有关农机标准缺失或不完善落后于中国（“低高”） ，再有就是一些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较好的国家采用国际标准或国际先进标准技术要求，标准高于中国某些农机产品的出口标准（“高低”）。对于相同产品的国际标准引用和采纳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即使采用相同国际标准的东盟国家农机进口要求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就是标准负责机构分散不一，对国际标准的采标率也各不相同。在农机标准认证协同领域的互认合作范围较小。
2.3 标准规定差异较大
水稻作为东盟国家主要农作物，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都有广泛种植。然而在水稻农用机械的标准方面，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以水稻插秧机测试方法标准为例，中国GB/T 6243-2017和越南TCVN 8410-2010在试验机主要测试范围、测试前秧苗相关测定、试验场地和生产试验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见表1）。表现为，中国对于试验机本身的各项系数有明确的规定，越南则是对试验机测算环境的要求。测试前差异在于中国对含水率、插前均匀度合格率、空格率和秧苗密度都有明确规定。生产试验的差异为中国标准更加全面，对生产考核、查定和可靠性都有规定。另外对于具体的试炼场地要求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见表2）。越南的试炼区域面积要求更大，对坡度和水深没有具体的数值要求，中国对于土壤深度没有明文规定。
表1 GB/T 6243-2017与TCVN 8410-2010主要内容比较
	测量类别
	测量参数名称
	中国测量内容
	越南测量内容

	性能试验
	试验机
	噪声、质量、时间、长度、涂层厚度、环境温湿度
	服务机器的工人数量、工作速度、岸边转弯带的宽度、每组幼苗数量、行距和引脚距离

	
	测试前秧苗
	苗高、叶龄、床土绝对含水率、插前均匀度合格率、空格率、秧苗密度
	苗高测定
叶龄测定

	
	试验场地
	长度、宽度、坡度、水面深度、测区个数、性能
	面积、个数

	生产试验
	试验规定
	生产考核、生产查定、技术经济指标计算、可靠性
	技术经济指标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标准网与中国标准服务网
表2  试验场地差异化对比
	测量参数名称
	中国测量范围
	越南测量范围

	长度
	≧50m
	≧50m

	宽度
	≧20m
	≧50m

	坡度
	≤0.5º
	/

	水面深度
	1cm~3cm
	/

	测区个数
	5
	9

	土壤深度
	/
	50cm~100cm


资料来源：国家标准网与中国标准服务网
2.4  信息沟通不畅
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世界性的通用语言，标准一致化的过程也是世界互联互通的过程[22]。中国与东盟标准信息沟通不畅主要表现为：（1）标准一致化首先需要标准互认，而标准互认的前提条件就是标准文本的互译。对于一些国家已发布的农业机械标准多数只有本国语言标准文本，标准外文版缺失，给双边标准协同带来很大阻碍。（2）实际情况中东盟某些国家的国家标准不透明，相关标准很难查询。如在中国标准服务网上，查询国外标准时，东盟地区可查的国家只有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而且以“水稻”作为检索词时，泰国没有检索结果。（3）双边专门化的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训机制不健全，农机标准的高层次专业型人才缺乏。双方标准化人员仅对自己国家的农业机械标准熟悉和双边互访机制不健全，导致标准化人员间交流困难，信息交流不畅，影响农机标准协同工作开展。
 3 促进中国与东盟农业机械领域标准协同的对策建议
东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战略交会对接的重要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农业机械领域进行标准协同，有利于扩大多双边农机贸易市场，有利于为其它领域的标准一致化工作提供借鉴，从而切实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协同工作。只要中国-东盟双方能客观理性地正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农机标准的差异性问题，以多双边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开展农业机械行业的重大战略规划对接，深化基础相关基础设施标准化合作，以扩大农机产能合作为协同导向，加强农机安全与服务的标准化合作，就能不断的实现农机标准协同。下面就多双边国家如何在农业机械领域开展标准一致化工作，给出四点对策建议。
3.1 利用已有平台框架协议并促成新的对话合作平台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国际标准化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推动了世界标准化及其相关活动的发展，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中国在1978年加入ISO，并于2008年10月在第31届国际化标准组织大会上成为常任理事国。同时东盟十国也先后成为ISO成员。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农机贸易中，当出现农机标准差异时，可以优先以相应的国际标准为参照进行协商。发挥平台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在ISO有关框架协议下，推动中国-东盟国家的标准主管部门开展农机标准互换互认和比对工作，提高一致化程度。同时双边农机企业应事先研究产品的国际标准，以国际标准有关规定进行生产以减小贸易摩擦。另外，中国与东盟国家农机标准协同还可以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关农业机械技术性贸易规定。
推动双边农机标准一致化在充分发挥已有平台作用时，还应积极推动设立新的合作对话平台，共同制定在标准基础上的农机产品定价机制，共同制定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标准。如推动设立中国-东盟国际标准专题论坛，形成与东盟国家的标准化农机专题固定交流合作平台。
3.2 不断提升中国农机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水平
当今世界各国在标准制定时或多或少都会参考国际标准，更有甚者直接采用国际标准作为本国国家标准，因而中国在标准一致化的道路上应不断提升中国农机标准与对应的国际农机标准的兼容性水平，才有利于促进中国农机产品走出国门。目前虽然中国农机国际标准采标计划正稳步推进，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国内农机标准在逐渐增加。但中国农机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部分农机产品标准达不到国际标准的水平。
提高兼容性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加大国际农机标准向中国农机标准的转化力度，由主管机构组织相关国际农机标准的翻译比对工作，拟定采标计划，结合具体国情进行对应国内标准的制定，对确定需要转化的农机标准优先立项，优先发布。另一方面，加大中国农机标准向对应国际农机标准的转化力度，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机技术落实标准化建设，加快标准翻译工作，积极推广中国标准“走出去”和中国标准品牌效应提升。同时鼓励全国农机标委会的委员和有关专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意见征求与制修订活动，提高国际标准中国参与度。

3.3 实施援外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中国-东盟自贸区内部分国家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相关农机标准落后、缺失。为促进多双边农机标准协同，可由中国农机标准主管机构牵头主理，国内知名农机企业和农机标准有研究的高校共同参与打造农机标准化海外示范区。中国与东盟农机标准示范区的建设，应该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双边政府主导+企业高效协办”的原则。拟定的实施步骤有：①基于中国-东盟农机贸易数据大数据分析，选取排名靠前的n个国家，作为第一批示范推广合作国家，对应成立n个下设标准协同部门；②根据这n个国家主要粮食作物选取协同机械，设定协同部门的主要工作；③设定协同层，主要由对应双边国家标准化机构、主要农机企业和有关高校组成，负责对应农机标准的互换，互译和互认等工作；④推广层，协同机构还应担负标准协同后的示范推广作用，具体包括设立农业从业人员操作培训项目和开展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增加农户对农机的购买能力。⑤通过以上标准协同、操作习惯与技能的培训和购买力的增加起到一定示范作用，然后开展后批次的协同国家和协同部门。

通过农机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提高中国标准认可度和影响力，逐步推动区域标准联盟的形成。示范区的建设还有利于在东盟国家中推广使用中国的农机产品，增加中国农机产品在东盟地区的出口量与市场份额。另外标准化农机示范项目的建设，带动着多双边农机标准主管机构与人员的接触交流，为深化推进标准一致化工作奠定基础，助推农机标准 “软联通”的实现。
3.4 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农机标准协同需要多双边国家的标准人员去参与推动，增进多双边农机标准人员的交流，推动形成标准化专家、技术人员在标准协同的研究、制定、互换、互译、互认、转化和推广方面定期合作互访机制，对有较大差异的标准共同深入研究与探讨。同时依托海外标准化援助项目以及知名出口农机企业开展定向标准化人员培训，造就一批精通多国标准的高层次的标准化人才，夯实农机合作贸易基础。

推动中国-东盟农机标准协同纳入多双边政治、外交、经贸等框架协议，加快推进标准化法和配套法规等制修订，为标准协同提供法制保障。另外，加强政府部门之间，非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与良性互动，加大对初见成效的标准化项目的资金投入，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为有益标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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